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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5—2019 年黄河沿线 71 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数据

分析方法探究了空气质量时空及集聚特征，构建了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引入BP神经网络改进DEMATEL

模型，探讨了空气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相互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沿线城市 AQI空间上总体呈“东

高西低”，且有显著的高、低值集聚特征。(2)空气质量季节上总体呈“夏优冬差，春秋居中”。(3)工业烟粉尘排

放量、人均 GDP为强驱动因素，是调控空气质量的根本性因素；工业用电总量、公路货运量为强特征因素，是调控

空气质量最直接的因素。鉴于研究结论，讨论了改善黄河沿线城市空气质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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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空气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1-2]。为

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污染整治政策
[3]。如何从根本上治理空气污染，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也成为各级政府的重大议题。 

空气质量主要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两大方面影响，究其根源，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下的多因素综合作用[4-5]。有众

多学者针对空气质量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开展研究。Lin 等[6]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 2001—2010 年中国 PM2.5的时空分布，地理

加权回归模型得到 PM2.5的三大驱动因素分别为人口增长、地方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蔺雪芹和王岱[7]基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 2013

年和 2014年中国 161个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特征，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是造成空气质量恶化的

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则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姚尧等[8]对 2004—2013年中国 274个城市 NO2浓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探究，空间计

量经济模型发现人口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占比和机动车数量激增是恶化中国城市 NO2的重要因素。柏玲等[9]探索了 2015年长江

经济带空气质量指数(AQI)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实证了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和污染避难假说，人口密度、公路客运量均能导致空气污染加剧，而第三产业占比和建成区绿色覆盖率均对空气质量改善起积

极作用。姜磊等[10]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了 2014年中国 150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空气质量之间

的关系。程钰等[11]探究了 2014—2017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8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空演变特征，运用 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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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空气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给空气质量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多集中于单

个或几个因素的简单整合，且忽略了因素对空气质量的根本作用及因素间的相互影响，而空气质量受社会经济的影响恰恰是多

方面共同作用的。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带，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纳入国家重大战略[12]。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

理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生态脆弱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日益凸显[4]。系统探究黄河沿线城市空气质

量时空特征及其背后社会经济根源是什么，如何高效改善空气质量等，对于推动黄河流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及高质量发展至关

重要。本文以黄河沿线 71 个地级城市(州、盟)为研究区域，基于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和社会经济数据，对黄河沿线主要

城市 2015—2019 年空气质量时空特征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达到以下研究目标：(1)探究黄河沿线城市空气质量

时空及集聚特征；(2)构建符合研究区域特点的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并对指标因素进行识别分类；(3)探讨空气

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显著影响关系。 

1 数据与方法 

1.1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全面衡量空气质量的综合指标，AQI 是由环保部制定监测空气质量的无量纲指数，具有一

定的权威性、综合性和可信度[9]。AQI 分为 6 个等级，值越低代表空气质量越好[13]。AQI 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的

数据接口(http://datacenter.mee.gov.cn/websjzx/queryIndex.vm)。探究空气质量时空及集聚特征基于 2015—2019年黄河沿

线 71个主要地级城市(州、盟)的 AQI数据。 

依据以往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成果[6-11]，结合黄河流域区域状况[4]，构建了含有 3个维度层、10个指标层、

19 个指标因素的空气质量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表 1)。其中，区域发展水平反映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经济状况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污染来源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反映城市化进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由于缺少黄河流域 10个自治州(盟)2015—2019年完整的社会经济数据，因而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6—2017

年黄河沿线 61个地级城市的 AQI和社会经济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 1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因子 单位 

区域发展水平 

人口集聚 人口密度(X1) 人/km²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GDP(X2) 万元 

人均 GDP(X3) 元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X4) %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X5) % 

科技创新 R＆D内部经费支出(X6) 万元 

污染来源 工业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7)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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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X8) 吨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X9) 吨 

能源消耗源 

天然气供气总量(X10) 万 m³ 

液化气供气总量(X11) 吨 

全社会用电量(X12) 万千瓦时 

工业用电总量(X13) 万千瓦时 

建筑源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X14) 万元 

交通源 

公路客运量(X15) 万人 

公路货运量(X16) 万吨 

城市化水平 

城市建设 建成区面积(X17) km² 

城市绿化 

绿地面积(X18) 公顷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9) % 

 

1.2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研究区 AQI的时空及集聚特征进行探究。EOF最早由 Pearson[14]提出，1956

年引入到气象领域，后来逐渐应用于众多学科[15-16]。EOF可将空间数据时空分解得到相互正交的特征向量，其空间模态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空间分布，时间系数则可以反映时间变化。 

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可定量描述相邻城市间 AQI 是否具

有相似性，从而判断 AQI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17]。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常以 Moran’sI为测度指标，Moran’sI值介于[-1,1]，

其值大于 0，表明存在空间正向自相关；其值小于 0，表明存在空间负向自相关，且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局域空间自相关

分析可更直观的探究 AQI的空间集聚态势，常以 LocalMoran’sI为检验指标
[4]
。二者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城市个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为邻接城市个数，x为各城市的 AQI值， 为各城市 AQI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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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P-DEMATEL模型 

决策与试验评价实验室方法(DEMATEL)是影响因素识别领域常用算法之一，可从系统众多影响因素中有效识别出原因型和结

果型两类因素[18]。模型依据调查问卷和专家打分建立因素的直接关联矩阵不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实现难度，引入 BP神经网络

模型进行权值计算得到直接关联矩阵，可有效解决这一不足[19]。本文引入 BP-DEMATEL模型对黄河沿线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

经济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分析，模型构建步骤如下： 

(1)定义影响因素矩阵为 ，目标矩阵为 ，将 X和 Y归一化得到 和 ，其中，m为样本数，n为影响因素

数，k为目标因素数，1≤i≤m，1≤j≤n，1≤t≤k。 

(2) 为输入量， 为输出量，构建 BP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得到输入层至隐含层、隐含层至输出层的权值矩阵 ，

计算整体权值矩阵 ，其中， 表示影响因素与目标因素的权值关系。 

(3)计算因素间的直接关联矩阵。 

 

式中：aii=0， (若 wj=0，则 aij=0)，aij表示因素 i对因素 j的影响程度。 

(4)归一化直接关联矩阵。 

 

(5)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式中：(I-B)-1为(I-B)的逆矩阵，I为单位矩阵，tij表示因素 i对因素 j的综合影响度。 

(6)因果关系分析，定义 D为 T各行之和，R为 T各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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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为第 i个影响因素对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度，Ri为第 i个影响因素受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度。 

将 Di+Ri定义为因素 i 的中心度，其值越大代表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越大；Di-Ri为因素 i 的原因度，原因度大于 0，代

表该因素在系统中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大，为原因型影响因素；原因度小于 0，代表该因素在系统中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为结果

型影响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1空气质量时空特征 

本文基于研究区 71个地级城市(州、盟)2015—2019年 AQI日均值数据，将其整理为月均值数据，利用 EOF方法进行时空分

解。计算结果得出，前两个特征向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82.46%和 91.75%，因而可以用来衡量 AQI的时空分布特征。由于

每一特征向量场的极大值中心是 AQI 增加或减少异常变化的最敏感区域，且特征向量相互正交，故 EOF 展开的第一模态特征向

量反映 AQI 距平的平均状态，其余模态反映 AQI 距平的变化状态，特征向量对应的时间系数作为特征向量的权重，反映不同月

份对这种空间分布的贡献大小
[17]
。 

EOF第一模态方差贡献率为 82.46%，反映了研究区 2015—2019年空气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图 1a)，AQI特征值基本呈

现“东高西低”分布格局，极大值主要集中在东部下游地区的山西、河南、山东及陕西南部的部分城市，极小值主要集中在西

部上游的青海大部分城市、四川的阿坝州及中游的内蒙古大部分城市，这主要由于黄河下游城市地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部分城市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郑州都市圈等，人类生活、生产污染排放较多，故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黄河上游和中游部分城市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及内蒙古高原等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

低，人类生活生产污染排放较少，故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第一模态对应的标准化时间系数基本呈现“W”型变化特征(图 1b)。1—4月份呈下降趋势，1月份为最大值点，说明 1月份

AQI的空间分布最为明显。4—9月份呈先回升后下降趋势，6月份为极大值点，这可能与夏秋收时秸秆的焚烧引起的空气污染有

关[20]，9—12月份又呈上升趋势，并在 12月份达到极大值点，主要与冬季气温较低，采暖引起的能源消耗产生污染排放有关[21-22]。

就季节变化特征来看，空气质量总体呈现“夏优冬差，春秋居中”。 

EOF 第二模态方差贡献率为 9.29%，反映了研究区 2015—2019 年空气质量差异的空间变化特征[23](图 2a)。特征值呈现“西

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反映了西北方向地区和东南方向地区 AQI 异常呈反相位，即东南方向地区 AQI 减小时，西北方向

地区 AQI 变大，说明空气污染可能存在东西输送的变化规律。依据标准化时间系数(图 2b)，可对 AQI 异常分布进行时序特征分

析[24]。3—7 月份，特征系数为正，说明 AQI 西北地区异常大，东南地区异常小，空气污染物可能存在由东南朝西北方向输送的

现象。其他月份反之，空气污染物可能存在由西北朝东南输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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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OF第一模态空间分布（a）和标准化时间系数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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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OF第二模态空间分布（a）和标准化时间系数图（b) 

2.2空气质量空间集聚特征 

为探究 AQI是否存在空间集聚效应，本文基于 2015—2019年 AQI年均值数据，以 Queen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

全域自相关分析。计算得出 AQIMorans’sI 值高达 0.716，Z-sore 值为 9.548，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城市之间 AQI

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存在显著的高值或低值空间集聚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 AQI的高低值集聚空间分布，进行局域自相关分析，由分析结果得出(图 3)，城市间 AQI存在显著的高—高和

低—低两种集聚类型。AQI高值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东部下游地区，包括山东、河南和山西的部分城

市，说明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城市 AQI值均较高，空气质量相对较差。AQI低值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西

部上游地区，包括青海、四川以及陕西西部的部分城市，说明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城市 AQI值均较低，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图 3 2015—2019年沿黄主要城市 AQI集聚图 

2.3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本文以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中 19 个指标因素为输入神经元，AQI 数据为输出神经元，对输入层

和输出层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应用 MATLAB 软件建立含有一个隐含层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依据经验公式[25]和多次训练确定隐

含层节点个数为 10，引入带有动量项的自适应学习算法为训练函数，设置最大训练次数为 3000 次，学习率为 0.05，动量因子

为 0.5，训练要求精度为 0.00001，以 2017年数据作为训练集，2016年数据作为测试集，经过反复测试，选择效果较好的网络，

导出输入层至隐含层、隐含层至输出层的权重矩阵，在公式(3)～(5)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各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关联矩阵和综合影

响矩阵，在公式(6)、公式(7)基础上计算得出空气质量的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 D+R和原因度 D-R。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中心度及原因度 

指标因子 D R D+R D-R 

X1 1.0647 0.9921 2.0567 0.0726 

X2 1.5119 0.6986 2.2105 0.8133 

X3 1.6849 0.6269 2.3118 1.0580 

X4 1.0225 1.0330 2.0555 -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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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1.0349 1.0206 2.0555 0.0142 

X6 0.7530 1.4026 2.1556 -0.6496 

X7 1.3095 0.8066 2.1161 0.5029 

X8 1.4739 0.7166 2.1905 0.7573 

X9 1.8046 0.5853 2.3899 1.2193 

X10 0.8647 1.2215 2.0862 -0.3568 

X11 0.9477 1.1145 2.0622 -0.1668 

X12 0.9897 1.0672 2.0569 -0.0775 

X13 0.5340 1.9778 2.5119 -1.4438 

X14 0.9509 1.1107 2.0616 -0.1597 

X15 1.2384 0.8529 2.0913 0.3855 

X16 0.5872 1.7988 2.3860 -1.2116 

X17 0.7920 1.3335 2.1256 -0.5415 

X18 1.0320 1.0234 2.0555 0.0086 

X19 0.9263 1.1402 2.0665 -0.2139 

 

2.3.1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识别 

由 DEMATEL 分类规则，将影响因素分为原因型和结果型两大类。结合影响因素中心度范围及作用机理，可将所有因素中心

度的标准差和均值之和作为阈值 θ1，中心度大于 θ1的原因型和结果型因素分别定义为强驱动因素和强特征因素。中心度小于

θ1的原因型和结果型因素为驱动因素和特征因素[26]。强驱动因素具备较高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呈现出显著的重要性，该类因素

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大，且不易受其他因素影响，对空气质量有着根本性、持续性的影响作用，是空气质量的根本性影响因素。

强特征因素具备较高的中心度，该类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密切，受其他因素影响作用最为典型，是影响空气质量最直接的因素。

计算得出θ1=2.2997，影响因素因果关系见图 4，图中数字编码与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因素

相互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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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因果关系图 

为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以模型中综合影响矩阵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为阈值 θ2，当因素之间综合影响度大于 θ2

时，认定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为显著[27]。经计算θ2=0.0833，各因素间显著关系见图 5，其中，点越大代表该因素在显著关系系统

中重要程度越大，箭头指向反映了两因素间的影响机制。 

为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以模型中综合影响矩阵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为阈值 θ2，当因素之间综合影响度大于 θ2

时，认定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为显著[27]。经计算θ2=0.0833，各因素显著关系见图 5，其中，点越大代表该因素在显著关系系统中

重要程度越大，箭头指向反映了两因素间的影响机制。 

 

图 5沿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间显著关系图 

2.3.2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X9)、人均 GDP(X3)为空气质量的强驱动因素，对所有特征因素均产生显著影响，对空气质量有着根本性

的影响作用。地区生产总值 GDP(X2)、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X8)、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7)3项因素高于其余驱动因素中心度的均

值，且对特征因素的影响较大，说明在系统中拥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也属于影响空气质量的关键驱动因素[28]。 

分析得出，关键驱动因素涵盖了经济发展和工业污染源两个指标层全部指标，且均对 R&D内部经费支出(X6)、工业用电总量

(X13)、公路货运量(X16)、建成区面积(X17)等因素有显著影响关系。这反映出黄河沿线大多数城市目前仍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

工业废气排放是空气质量最主要的污染源，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也影响着人口、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源消耗、城市化水

平等多方面空气质量影响因素。说明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一方面，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优化促进了

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加剧了能源消耗、交通和城市建设等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

因此，若从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状况，各地政府应注重经济协调发展，严格控制工业废气排放，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

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环保可持续经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2.3.3关键特征因素分析 

工业用电总量(X13)、公路货运量(X16)为空气质量的强特征因素，受所有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是影响空气质量最直接的核

心因素，R&D 内部经费支出(X6)、天然气供气总量(X10)、建成区面积(X17)3 项因素高于其余特征因素中心度的均值，且受驱动因

素影响较大，说明可对空气质量造成较大直接影响，也属于影响空气质量的关键特征因素。 

工业用电总量是反映工业活动中能源消耗的重要指标，受人均 GDP影响最大，影响度高达 0.1624，远大于θ2，表明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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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对工业产业存在一定的显著依赖性，工业生产活动中的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突出问题。公路

货运量是反映城市交通污染的主要指标，受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影响最大，影响度为 0.1582，表明目前各城市工业生产活动中交

通方式仍以公路货运为主，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直接影响空气质量的核心因素。R&D内部经费支出、天然气供气总量在一定程

度上分别反映了城市科技创新和清洁能源利用情况，均受人均 GDP 的影响最大，影响度分别为 0.1233 和 0.1，表明城市经济发

展能够有效地带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生活中的污染排放，改善空

气质量。建成区面积可以反映城市建设中土地利用情况和人类活动强度，往往存在着能源消耗、人类活动等带来的污染，受工

业烟粉尘排放量影响最大，影响度为 0.1173，表明城市建设的支柱产业为工业，工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推动城市建设，与此同时，

也加重了空气污染，因而城市建设过程中应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其他产业依靠力度，并防止过度开发而引起原始绿地破坏，导

致城市净化功能下降。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本文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了黄河沿线主要城市 2015—2019年空气质量的时空及集聚特征，构建了沿黄主要城市

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引入 BP神经网络改进的 DEMATEL模型，探讨了影响空气质量的关键社会经济

因素及因素间显著关系。研究结论如下： 

(1)AQI 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且具有显著的高、低值集聚特征。空气质量较好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上游和中游

的青海、四川、内蒙古及陕西四省的高原地区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下游的山西、河南及山东地区的城市。 

(2)空气质量总体呈“夏优冬差，春秋居中”。月尺度的 AQI 时间系数变化大致呈“W”型特征，1—4 月份呈下降趋势，1

月份为最大值，4—9月份呈先回升后下降趋势，6月份为极大值，9—12月份又呈上升趋势，12月份为极大值。 

(3)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人均 GDP为空气质量的强驱动影响因素，工业用电总量、公路货运量为空气质量的强特征影响因素。

人均 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空气质量有着根本性、持续性的影响作用，且对特征影响因素影响显著，是调控空气质量的根本

性因素。工业用电总量、公路货运量对空气质量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作用，且受驱动影响因素影响最为典型，是短时间内调控空

气质量最直接有效的因素。 

3.2讨论 

鉴于黄河沿线主要城市 AQI 存在显著的时空及集聚特征。因而可采取空气质量区域差异化管理和联防联控措施，一方面依

据空气质量时空差异实施不同的防控策略，如空气质量较好的西部上中游的青海、四川、内蒙古及陕西四省的高原地区城市以

防控为主，空气质量较差的东部中下游的山西、河南及山东地区城市以防治为主，同时，重点把控冬季空气质量状况。另一方

面，应积极探索城市空气质量防控协作新方式，形成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城市之间协同规划实施空气污染防控方案，划分合理

有效的污染治理责任和补偿机制等，避免空气污染空间相关效应带来的连锁反应，实现黄河沿线城市空气质量绿色协同发展。 

鉴于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人均 GDP 为空气质量的强驱动影响因素。因而从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有以下两个重要途径：一是

严格把控企业工业废气排放标准，加强对排放超标企业的整治力度，制定激励补贴政策，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同时企业也应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为改善空气质量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二是优化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经济和环

境协同发展，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可持续

经济。 



 

 11 

鉴于工业用电总量、公路货运量为空气质量的强特征因素。因而短时期内改善空气质量可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动工业企

业生产设备升级，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提倡使用清洁能源与绿色环保交通运输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和交通污染对空气

质量带来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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